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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化团结: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再社会化研究
———以 Z 省 N 市 Y 区的公益实践为例

王翠荣

摘要: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作为“积极老龄化”的践行者,通过主动参与基层志愿服务

活动,不仅完成从“生存焦虑”向“价值创造”的角色转型,而且依托数字媒介形成新的互助

共同体,提升社会参与感与自我效能感。 研究立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社会数字化进程深

度交汇的时代语境,借助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聚焦 Z 省 N 市 Y 区这一共同富

裕首善之区的银龄志愿者群体,旨在探讨其在再社会化进程中媒介化团结的生成机制与实

践逻辑,并力求破解其融入数字社会的现实困境。 研究表明,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媒介

化团结”是数字时代老龄化社会治理及基层传播中的重要创新,因此需要通过相应的技术

支持及制度保障,推动该群体的服务高质量发展,从而为基层治理现代化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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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当前我国同时面临两个深刻变化:一方面是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另一方面是数字技术的全面

普及。 据国家统计局权威数据显示,截至 2025 年末,我国常住人口为 140489 万人,其中 60 岁及以

上 32338 万人,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22365 万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1307 万人和 342 万人[1] 。 另据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发布的第 5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5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1. 25 亿人,其中 60 岁及以上网民互联网使用率达 53. 7% [2] 。 规模庞大

的银龄群体退休后,普遍面临从传统社会结构与职业角色中“脱嵌”的困境。 他们该如何探寻新的社

会角色、利用互联网重构社会联结,这是值得学界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
在今天这个分化多元的社会中,能够获得社会成员普遍认同、接受进而激发出社会成员之敬重

感的,只能是作为“重叠共识”的公德[3] ,例如以增进社会整体福祉为代表的志愿服务工作。 城镇银

龄(通常指 60 岁及以上)志愿者群体的服务行为比较容易得到积极反馈,提升其自我效能感与生活

意义感,进而促进社会适应水平的提升[4] 。 因此,一部分“角色退出”后投入志愿服务工作的老年人,
非但没有走向社会边缘,反而借助数字媒介主动完成新一轮的社会化,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高效而

流动的团结形式,成为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中不容小觑的骨干力量。 同时,在老龄化与数字化叠加

的时代浪潮中,老年人群体参与数字实践所反映的数字鸿沟现象日益显著[5] ,数字区隔下老年人在

从事志愿服务活动中也存在参与的不平等现象,从而影响部分志愿者的社会融入。
基于此,本研究围绕“再社会化”这一主线,拟探究“媒介化团结”在城镇银龄志愿者共同体建构

中的赋能路径与互动逻辑,希望能为破解城镇银龄群体社会融入困境、优化志愿服务组织效能,提供

有价值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逻辑

(一)再社会化:作为实践的资本转化与惯习重构

退休后的城镇老年人常伴随职业角色丧失引发的“角色真空” [6]103 。 由于从劳动角色转换为被

供养角色,从决策角色转换为平民角色,从工具角色转换为情感角色[7] ,老人们往往表现得极不适

应。 有的老人甚至因受失落、孤独、抑郁、悲哀、恐惧等消极情绪的驱使过起“蜗居”生活,逐渐失去与

社会的联结性。 而“联结性”是老年人实现更有意义、更积极和更有目的生活的关键机制。 这种“联

结性”主要体现在有事做、有关系、有希望、有连续性。 为摆脱“被社会淘汰”的失落感,老人们常常

迫切需要通过继续参与社会活动来证明自身价值,维持社会连接,实现“再社会化” 。
社会化是一个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与教育学范畴的名词,指的是人类学

习、继承各种社会规范、传统、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元素,并逐渐适应于其中的过程[8]122 。 传统社会

化理论一般以过程特征为依据,将社会化区分为五种类型———初始社会化、预期社会化、发展社会

化、逆向社会化、再社会化[9]83-84 。 其中,“再社会化”通常指“个人从原有生活方式,向另一种新的生

活方式转变、适应和发展的过程” [10]25 ,或者“在一种与原有经验环境不同的新规范与价值里,个人重

新社会化的过程” [11]188 。 有学者指出,再社会化就是指个人在适应新的生活环境的过程中,舍弃原有

的行为观念,接受新的行为规范的过程[12]130 ;还有学者强调再社会化是一种社会行动,一种动态的行

为过程,其内涵应包括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心理状态、社会规范和行为方式 5 个基本要素[13] 。
在与社会环境的持续性互动中,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能够有效改善自身健康状况、降低抑郁风

险、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并增强生活幸福感,从而总体上显著地提高福祉水平[14] ;特别是“老年人在退

出社会经济价值的创造活动后,回归社区生活,可以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社会价

值” [15] 。 本研究将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突破年龄及角色限制,通过参与各类志愿服务活动重构社会

身份的过程视为“再社会化”过程。 其表征是他们为适应新的生活状态、社会角色和时代发展,主动

或被动学习新知识、技能与行为规范,重塑自身社会价值。
皮埃尔·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将社会实践视为“惯习” “资本” “场域”三者动态作用的产物。 这一

视角极大地深化研究者对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再社会化”的理解。 布迪厄认为,只有惯习、场域与

资本相结合才能生成实践。 惯习也不是始终如一、一成不变的,“这些性情倾向在实践中获得,又持

续不断地旨在发挥各种实践作用。 不断地被结构形塑而成,又不断地处在结构生成过程之中” [16]165 。
退休意味着城镇老年人从“职业场域”退出,进入一个全新的、初具雏形的“社区场域” 。 作为城镇老

年人典范的银龄志愿者,在再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志愿服务努力打造“多元主体立足共同空间的地缘

共同体、实现社会力量有机整合的价值共同体、基于共同行动共享发展成果的利益共同体、激活公共

精神增强交往认同的情感共同体” [17] 。 他们的再社会化不仅是角色的转变,更是身体惯习的调整。
在这个新场域中,他们并非一无所有,而是携带其生命历程中积累的经济资本(如财产及各种经济利

益) 、文化资本(如知识和技能) 、社会资本(如人脉关系网络)等重新回到社会。 因此,成功的再社会

化,恰恰体现在他们将自身积累的部分资本在志愿服务的场域中进行“再投资”与“再转化” ,从而获

得新的象征资本(尊重、声望)和存在意义的实践过程。 当然,成功者会成为场域中的“精英” ,而难

以适应者则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二)媒介化团结:媒介建构的实践与连接

安东尼·吉登斯曾指出,前现代社会保持时间和空间的紧密关联及身体的在场,而现代性的动

力机制则派生于时空的分离与重组的“脱域”过程[18]16 。 在这一变迁中,“媒介作为基础设施可被视

为关系研究的关键变量,它通过组织时空、培养惯习、重构权力等方式逐步实现对关系形态和关系文

化的重塑” [19] 。 现代媒介已经与人们的集体身份、社会关系和行动逻辑深度融合,成为一种新型团

结关系的重要场域。 媒介正通过日常传播活动的融合重塑社会关系。 这种融合不仅改变信息传播

的方式,还影响人们的社会互动和关系构建[20] 。 “媒介在发挥中介作用,使自身成为媒介的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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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着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特定秩序,通过生成时空、场景与实践,制造感知、经验与

权力关系,持续地建构着社会” [21] 。 同时,媒介不再仅仅是工具,其本身的逻辑、技术和平台特性也

已深度嵌入并重塑团结本身的形态、生产过程和体验。
Fenton 较早地对社会运动如何通过网络技术构建联结与协作进行分析,指出这种被中介的团结

不是线性的,而是由弥散的联合体构成、变化和重组的[22] 。 在媒介化社会结构中,数字媒介与人类

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能够激发、引导或限制特定的情感经验,使这些情感经验在媒介实践中可被传递、
共享与聚集,从而在媒介化的社会结构中形成新的情感联结与群体性[23] 。 国内有学者结合对社区

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媒介化逻辑是地域性网络社区形成的重要力量,媒介在促进社区团结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 这种媒介化逻辑主要体现在促进群体聚合、培育共同意识、推动集体行动等方面,并将基

于数字媒介的社区再组织过程称之为“媒介化团结” [24] 。 作为数字时代社会联结的新范式,媒介化

团结通过媒介技术在虚实交互中形成动态协作的集体行动力,其本质是技术中介的社会团结形态转

型,这既延续传统团结理论的核心关切,又呈现出独特的运作机制。
毋庸讳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向人类生产和生活领域的急速渗透正在重构社会团结,技术变

革带来社会联结机制的变革,进而带来社会团结形态的变革。 数智时代的变革还在于社会团结主体

的变革,从纯粹人类社会团结转变为人机共生的社会团结[25] 。 这种团结重构城镇银龄志愿者的关

系网络、情感结构与行动逻辑,让媒介不仅成为连接工具,更成为传递善意、弘扬公益精神的助推器。
同时,技术从效率工具到社会关系的演化已经发生在从国家治理到日常生活的一系列社会生活中,
且正在渗透进每一个细节[26] 。 在快速迭代的技术化社会,怎样切实保障银龄群体跟上时代的步伐,
使其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值得学界和业界深入探讨的课题。

基于上述梳理,本研究将以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如下问题:该群体如何通

过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更好地实现角色转型与身份重构? 如何在媒介技术驱动下构建新型团结形态,
并最终助力基层治理和社会文明进步? 数字技术在促进广泛连接的同时,又会面临哪些困境? 相关

管理部门及社会如何更好地完善顶层设计和保障体系,合理利用数字工具,为众多城镇银龄志愿者

创造新的社会角色与行动空间? 上述问题理应成为基层传播或社会治理等相关领域的关注焦点。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的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均来自 Z 省 N 市 Y 区。 该区是我国首批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自 2019 年起连续六年入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城区) 并两次位列榜首(该活动

2019 年首次将市辖区纳入推选范围) 。 Y 区下辖 22 个镇街,常住人口约 169 万,城镇化率为

84% [27] ,其中 65 岁以上老年人 16. 61 万[28] 。 同时期该区注册志愿者为 32. 3 万人(60 周岁以上的城

镇银龄志愿者近 7 万人,65 周岁以上的老年注册志愿者 4. 5 万余人) [29] 。 因此该区老年志愿服务工

作具备国内第一梯队样本的代表性。
(一)访谈对象及分析维度

研究者自 2022 年 5 月起关注 Z 省 Y 区的银龄志愿者群体。 近几年足迹遍布该区 22 个镇街,在
大范围的田野观察之中,重点接触 8 个镇街和 15 个社区的负责人,并在 10 余支银龄志愿服务团队

中遴选 30 名骨干成员(编号为 F1 ~ F30) 。 遴选时充分考虑到成员的性别、年龄、退休前职业、教育背

景、从事志愿服务的时间等分布情况,研究对象的选择尽量做到均衡且典型。 调研通过多次线下及

线上访谈,以文字、录音、拍照等形式进行资料搜集。 2022 年 5 月—2024 年 11 月,在春节、中秋节、
重阳节等城镇银龄志愿者活动频繁时段进行重点调研,参与式观察城镇银龄志愿者的服务过程及团

队会议。 调查时主要着眼于他们从事志愿服务活动的个体经验及交往互动,确定访谈指标,关注他

们的典型表现,进而展示他们角色重塑动因、志愿服务重心、媒介技术工具渗透程度及“媒介化团结”
成效等实践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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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核心分析维度及相关指标

分析维度 观察访谈的关键指标 典型表现

参与动机
角色认同转变、参与主动

性高低与否

多数城镇银龄志愿者由“闲人” “负担” 变为“能手” “专家” “老师”
等;将志愿者身份纳入自我介绍的核心部分;由单纯执行任务到主

动发现社会需求、提出新方案。

关系网络与社会

资本介入

关系的建立及资源的利

用等

许多城镇银龄志愿者乐于同陌生志愿者协作;多数成员将线上互动

延伸至线下交往;某团队负责人( F2)曾带领团队成员常年为敬老院

开展专场文艺演出,解决当地老人精神文化需求匮乏问题,并在志

愿服务中主动调动自身人脉、物资、资金。

组织化程度

团队结构、活动规律性、与
社区 链 接 度、 资 源 支 持

力度

城镇银龄志愿服务团队大多有固定的角色分工和成文章程、固定的

场地及活动计划、接受社区党支部 / 居委会领导或指导、有相应物

质、精神及志愿服务平台支持。

媒介使用深度

技术嵌入度、数字素养提

升度、仪式性媒介行为、信
息反馈强度

部分城镇银龄志愿者对媒介平台驾轻就熟、使用媒介的种类及数量

日益增多、微信群内即时协调任务、主动分享志愿服务故事与感悟、
普遍关注线上分享后获得点赞及评论量。

服务效能
服务人次 / 规模、问题解决

率、服务对象满意度

某城镇银龄志愿服务团队年度服务人次达 5000
 

+,问题解决率超

90%,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显示 90%以上给予好评,多支城镇银龄

志愿服务团队获得国内专业媒体宣传报道。

　 　 备注:本表系研究者结合调研情况整理而成。

(二)访谈设计与编码分析

为系统获取城镇银龄志愿者的个体经验与交往互动细节,研究者基于表 1 中的五个核心维度,
设计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围绕参与者的动机演变、在志愿服务中相关社会关系及资源的利用情况、团
队运作的结构化特征、数字媒介的嵌入性使用等主题展开深度对话。 研究过程中,重点聚焦受访者

的叙事逻辑,捕捉其如何描述自身从“闲暇个体”到“效能主体”的角色转变历程等细节,这些叙事与

行为的描述,构成后续三级编码分析的原始资料。
研究主要采用“主题分析”与“三级编码”相结合的方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反复推敲和处理。 将全

部访谈转录文本进行开放式编码,提取原始语句中的关键概念,如“从闲人到老师” “微信群协调”
“社区指导”等;再进行主轴编码,将相近概念归类为子主题,如将“主动提方案” “拓展服务对象”归

为“参与主动性”等;最后通过选择性编码整合为五大核心维度,形成与表 1 相呼应的主题结构。 以

此作为研究分析主线,确保研究发现紧密扎根于原始资料分析过程具备逻辑上的严谨性与透明度。
本研究结合质性内容分析与描述性统计,除对典型行为与言语进行深度阐释外,也对样本基本

特征进行统计。 30 名受访者中,男性占 46. 7%,女性占 53. 3%;年龄跨度为 62 ~ 86 岁,平均年龄

71. 23 岁;教育背景涵盖初中至研究生,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者占 20%左右;绝大多数访谈对象具备

基本数字工具使用能力,能熟练使用微信进行信息沟通、活动协调与内容分享,部分骨干成员还能利

用短视频进行服务宣传。 此外,受访者志愿服务平均年限为 7. 5 年,最长者达 17 年,显示出其丰富

的服务经验与参与的持续性。 本研究既从质性角度深入挖掘城镇银龄志愿者的行为逻辑与情感动

机,也借助基本特征统计增强样本代表性与结论说服力,确保研究发现扎根于真实、多元的个体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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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被赡养者”到“价值创造者” :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跃迁

(一)个体与社会的双重驱动

一般而言,“人的心理需求包括归属意识、主观自觉意识、生命有某种意义和方向,而社会角色就

可以带来归属感和安全感” [30]12 。 传统的老年学理论常将退休视为“社会撤离” 的开始,而“从社会

学角度来说,老年人适应衰老的途径,一是正确认识角色变换的客观必然性;二是积极参与社会寻求

新的次一级角色” [31]115 。 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主要包括经济型参与、政治型参与、社会型参与及文化型

参与四种。 “经济型参与,如再就业、创业等;政治型参与,如参与选举、建言献策、担任顾问等;社会

型参与,如志愿服务、参与业委会等基层社会治理等;文化型参与,如参与慰问演出,休闲娱乐

等” [32] 。 无论哪种社会参与,都能使其展现自身能力与价值,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收获更高的幸福

指数。
社会角色的履行及社会参与的影响可从“利己”和“利他”两个角度衡量。 其中利己行为主要考

虑自己的利益,追求个人幸福和快乐;利他行为通常源于同情、关爱和责任感,在不期望任何回报的

情况下,自愿帮助他人或为他人提供利益的行为。 二者完全可以协调统一。
访谈信息显示,Y 区城镇银龄志愿者的初始动机多种多样,包括“闲下来不适应” “打发时间”

“锻炼身体” “多交朋友” (老有所乐) ,但随着参与的深入,他们的核心动机普遍转向“发挥余热” “被

需要的感觉很好” “用自己的经验可以帮到别人” (老有所为) 。 例如 17 年来坚持带领老伙伴们利用

自己的文艺特长,常态化深入敬老院演出的“红蚂蚁”志愿服务总队负责人金老坦言:“我们唱老歌,
跳老舞,以老助老,每月 2 次固定为 3 个敬老院服务,每年 108 场的演出,我们觉得现在这样活着才

更有意义,他们开心我们更开心。” ( F2)如今,这支团队已成为 Z 省乃至全国知名的城镇银龄志愿者

团队,主创人金老师和老伴多次获得全国性表彰。 他们的初衷只是为了展现自己的特长,与兴趣相

投的老人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但后来,他们逐渐渴望以公益行动证明晚年社会价值,获得“被需

要”的正向反馈。 这支志愿服务队现已由最初一个分队 16 人发展至 44 个分队 3885 人(其中 65 岁

以上的老年人达 1500 多人) ,并且实现跨地域的合作。 “别看金老师 80 多岁了,身体好得很。 她经

常用自己的人脉吸引有爱心有能力的企业家,带着我们给敬老院和很多有需要的老人们送演出、送
服务、送物资,带给他们欢声笑语。” ( F3,F4)

一位退休 5 年来始终活跃在博物馆做志愿者的大学教授坦言:“站在博物馆里给参观者们讲文

物、讲文化、讲我们国家光辉灿烂的历史,我觉得自己还是个老师,生命还有光。” ( F27) “我们都老

了,更懂彼此的难处,我的身体还行,搭把手,日子就不孤单了。” ( F1)每天坚持看望并照顾 80 多岁

独居老人的宣老用他质朴的语言传递着邻里间的守望相助。 可以说,志愿服务为老人们提供了一个

新的角色,使其不再仅仅是“退休人员” ,而被赋予“社区导师” “公益服务者” “助老敬老典范”等新身

份。 这样不仅重新书写了老年人的社会脚本,而且使老年人的社会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大大增强。
(二)资本转化与志愿服务场域的适配

与青少年期的社会化不同,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再社会化并非被动适应,而是建立在前期生

命历程积累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基础上,根据过往职业经历、技能储备与业务素养形成差异化路

径,转化为志愿场域的协作资本,并通过志愿服务进行积极的角色重塑,从而实现自我价值的延续与

升华。 老年人的再社会化也并非单纯受社会结构(如退休制度、年龄歧视)的制约。 他们在参与志愿

服务的过程中,以其持续不断的实践,反过来再生产或改变关于“老年”的社会结构。 其行动本身,正
是在重新定义“何谓有意义的老年生活” 。

退休教师 F13 凭借多年教学经验,在隔代教养志愿服务中,将文化资本转化为对社区儿童的学

业辅导能力。 几年来,他帮助 10 余名留守儿童提升学习成绩。 在他看来,帮助有需要的孩子提高成

绩,就是自己最大的快乐。 一个藏在老旧社区的“全能男团” ( “老吴帮邻工作坊”骨干成员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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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位 70 岁以上精通各种日常维修业务的老爷爷组成,他们每天都准时去社区一个旧车棚改造的

工作坊里“上班” 。 “我们社区属于老旧小区,老年人比较多,很多老人生活都比较节俭,用坏的家电

家具、穿过的衣服、有纪念意义的东西都不舍得扔掉,总要修修补补。 刚好我们有点手艺嘛,社区还

给我们提供一个场地,我们几个老伙伴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帮帮邻居的忙喽。” ( F5,F6,F7)这个工

作坊几乎每天都会有“业务”上门。 “看他们仨有时忙不过来,我俩就来凑个热闹,没想到这一干也

有两年了,自己这把老骨头还能派上用场,这比什么都强。” ( F8,F9)他们的工作坊如今成了邻居经

常光顾的“打卡点”和社区闲暇老人聚在一起聊天、切磋“技艺”的据点,“生意”一直红红火火。
在融个体能动性与社会支持于一体的再社会化实践中,城镇银龄志愿者作为经验丰富的社会成

员,扮演着知识传授者、政策宣传员、文化传承者、社区建设者等多种角色,并借此重构社会角色,重
建社会网络,重塑社会认同。 如 75 岁的老潘自物业经理岗位退休后,为居民调解数千件矛盾纠纷,
并手把手带出 100 多名“小潘”调解员,深受群众爱戴。 他本人因此被评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以
他为品牌创建的警调衔接工作机制,也已在全市推广开来,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拳头产品” 。 还有

部分城镇银龄志愿者积极参与社区政策宣传志愿服务,向居民解读养老政策、医保政策等,成为政策

落地的重要助力者,从而实现从“生存型养老”向“发展型共治”的范式转型。
(三)官方认同与组织机制的保障

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再社会化,本质上是从以职业为核心的社会身份,向以社区服务和人际

交往为核心的新社会身份的战略性转移。 这种转移不仅延缓其社会边缘化进程,更弥补基层行政管

理人力不足的困境,使其成为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银色力量” 。 当然,基层管理部门也会提供多

元的支持。 比如许多社区会将志愿者的贡献从虚拟的积分转化为一种被官方认证的、可触摸的荣

誉,每年都会举办隆重的志愿者表彰大会,颁发实体证书和奖杯,从而极大增强城镇银龄志愿者的信

心,提升志愿服务的效能与韧性。
访谈中,Y 区社会工作部的魏部长表示:“ ‘专业社工+老年骨干’ 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 因此,

区里一直特别重视这方面的工作,鼓励街道和社区管理者创新管理方案,不断地给予志愿者们相应

的政策扶持、物质和精神奖励,这样才能让老年志愿者们有更多的获得感。”很多城镇银龄志愿者也

强调街道或社区管理者的扶持非常重要。 “单凭我们自己是做不来的,社区给我们提供很多方便条

件,还经常组织我们搞活动,我们当然会越来越有干劲儿。” ( F29,F30)比如“红蚂蚁”志愿服务总队

在 Y 区民政局的支持下,有着固定的十分宽敞的“办公”场所,团队成员在这里找到强烈的归属感。
场地内设专门的舞蹈室、会议室、活动室、设备室等,志愿者们经常在其间排练节目,组织活动,商讨

志愿服务对象及服务方案,周密筹划各个环节,确保服务质量、服务效果及成员自身的安全。
再比如“共享奶奶”志愿者团队在当地社区的大力扶持下,拥有十分完善的接送体系。 社区管理

者搭建“1 个社区+1 个‘共享奶奶’志愿者团队+多支社会力量”的接送模式:社工团队制定轮班表,
让奶奶们以五人轮班制的形式,每周轮流参与志愿服务。 团队依托网格化管理,通过社工的统筹管

理工作,入户了解有接送孩子需求的家庭,并通过建立微信群进行线上“点单式服务” 。 当确定志愿

者后,家长会将奶奶照片发给小朋友或学校教师,并向小朋友告知当日接送事宜,小朋友照片也提前

发到微信工作群里让奶奶知晓。 志愿奶奶们会提前去社区办公室领取“红马甲”工作服和工作牌,然
后统一到学校门口等待孩子放学,有突发情况也会由社工及时通过电话或微信与家长、老师、志愿奶

奶联络,从而实现管理者、志愿者与需求者的完美衔接。 这种特殊模式的建构使城镇银龄志愿者完

美嵌入基层治理末梢,创造老年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样态,成为社区微更新、微治理的重要力量。
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再社会化跃迁路径如图 1 所示: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因参与社区志愿服

务活动,完成从“退休者”转变为“积极贡献者”的角色重塑、将技能经验转化为社区信任与网络的资

本转化、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完美统一的价值创造过程。 而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引导与社区支持

则贯穿始终,成为激发该群体参与社区工作的关键外力和维系志愿服务成果的持续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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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再社会化跃迁路径

五、数字赋能与情感联结: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媒介化团结”

(一)行动者群组:基于高度共识的液态连接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当下文化环境中后现代性展现出的不确定性和多元化正是

液态社会的突出特征,“液态化”使得我们正从一个前设的“参考群体”时代走向一个“普遍观照”的

时代[33]10-12 。 而“数字时代的技术革新不仅重塑社会交往形式,更赋予新型社会关系以流动联结性、
虚实交互性、关系平台化、兼容复合性等独特属性。 这些特性打破传统社会互动的固有边界,同时也

拓展关系连接的深度和广度” [34] 。 当前志愿服务过程中,许多城镇银龄志愿者通过日常传播活动的

融合,重塑社会关系,形成“基于成员间共同的情感、价值观、信仰而集合在一起的社会集合体” [35] ,
并有意识通过情感化传播,使各类志愿服务升华为道德共同体符号,激发了全社会的热切关注。

正如梅罗维茨所言:“群体身份、社会化、等级制度,过去依赖于特定的物质地点以及其中可获取

的特殊经验,现在这些方面已经被电子媒介改变了。” [36]122-123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一些便捷技

术工具的广泛应用,微信群作为一种主流的社交媒体工具及网络交往平台,在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

的服务实践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调研发现,Y 区大部分城镇银龄志愿者都用上了智能手机,
并经常使用微信来沟通信息、交流工作。 一部分低龄老年志愿者甚至开设了自己的视频号、抖音账

号,“现在大家都有智能手机嘛,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在微信里互相问个好,搞活动的时候也都喜欢拍

些照片,做个小视频啥的,再分享到我们群里,这样大家开心得很。 我的视频号也做得越来越好,都
有上百个粉丝啦,接下来我还要把抖音号做起来,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做的好事,也让社会风气越来

越好!” ( F3)粉丝们的点赞和评论往往更加激发志愿者们的自豪感,进而帮助他们更好地利用媒介

技术团结更多的群友,顺利开展后续志愿服务工作。 还有的城镇银龄志愿者在抖音、视频号等社交

媒体上传浓缩自己人生经验或独家技艺的视频内容,将自身的服务故事转化为“积极老龄化”的文化

符号,重构“智慧长者”身份,更获得广大青年群体的认可。
调研结果显示,几乎所有的志愿服务团队都建有微信群。 因为微信群兼具信息发布、快速动员、

经验交流和情感维系等多重功能,也是最具人情味的沟通平台,其语音功能对这些志愿者们非常友

好。 城镇银龄志愿者们都充分认可微信为他们带来的便利感及沉浸感。 当研究者向一位 70 多岁的

团队负责人提出加个微信的要求时,她马上拿出智能手机,迅速打开微信,“来,我扫你” ,然后便熟练

地操作起来。 其间某个微信群偶尔会有消息提示,便返回去自然地用语音回应对方的信息。
Y 区很多基层管理部门近几年也不断将开发的数字化工具渗透至日常管理中,并取得明显成

效。 比如该区设置的“鄞领志愿”微信小程序为志愿者们提供注册、培训、活动发布、报名、签到签退

等服务功能,确保志愿者能够便捷地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并获得相应的支持和激励。 这种现代化工

具实现志愿服务任务的线上发布、自主认领、时长记录和积分管理。 当然,使用者多为相对“年轻”且

有一定智能手机操作能力的志愿者(主要集中在 60 ~ 70 岁年龄段) 。 “现在抢任务像年轻人抢红包

一样,手快有手慢无。” ( F21,F24)这无疑表明该平台在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中已经实现很好的渗透

和接受度,并将志愿服务变得可视化、可量化、游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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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媒介的协同建构:社区媒介与专业媒体的双重赋能

在志愿服务信息的分享及宣传中,同样呈现出多元化的媒介矩阵,丰富“媒介化团结”的表现形

式。 媒介地理学关注和重视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

样本,认为基于位置和地点的传播实践能让人们获得归属感和对环境的把握[37]97 。 社区媒介(常见

的如社区文化墙、社区杂志、电梯轿厢海报等社区平面媒介,社区电子屏等视频媒介,社区微信公众

号、微信群、钉钉群、小程序等社区网络媒介)作为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 ,可以优先传播本地动态,
通过报道社区银龄志愿服务活动等“重建‘附近’的生态联结” [38] 。 许多社区媒介通过 UGC 机制赋

能城镇银龄志愿者成为传播主体,城镇银龄志愿者们在与社区媒介的互动中也进一步增强与社区的

连接性和志愿活动的影响力,使其从“在地化互助”转向“网络化协同” 。
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积极老龄化实践也成为专业媒体(如县级融媒体、省市级媒体、中央级媒

体)的极好素材,专业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及仪式化传播将城镇银龄志愿者的感人事迹和奉献精神传

递给更广泛的受众,有效提升城镇银龄志愿者的社会影响力。 它们的权威背书使银龄志愿服务可以

突破地域局限,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政策符号。 例如 Y 区“共享奶奶”志愿服务的事迹被社区媒

介作为典型予以宣传报道后,很快吸引十余家省、市、区三级媒体的高度关注,随后央广网、央视新

闻、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级主流媒体进行跟踪报道,累计阅读量超上亿次。 权威媒体的宣传积

极推广该项目,不但带动当地 269 位老年人加入城镇银龄志愿者队伍,且将这种“共享+模式”经验分

享到全国更多的地区。
在这一过程中,基层媒介作为“传感器”及时捕捉实践创新,专业媒体则作为“放大器”实现价值

升华,从而形成由社区到社会的荣誉闭环,让志愿者在更广阔的社会舞台上获得前所未有的“能见

度” :“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项目获评第七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奖、首届全国社会工作和

社会治理创新典型案例优秀案例等一系列荣誉;老潘警调中心负责人老潘荣获“全国模范人民调解

员” “平安中国建设先进个人” “中国好人”等诸多称号,多家媒体将其作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的警调样板进行重点宣传;“春节不打烊”的“老吴帮邻工作坊”被央视等多家媒体报道后,获
得全国范围内的认可和赞誉。 “央视说我们是‘全能男团’ ,这个我们喜欢。 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上

电视,但是上电视、上报纸能让更多的人做好事,那我们就更高兴了。” ( F5)通过权威专业媒体的宣

传和情感动员,不仅激活公众对城镇银龄志愿者的共情体验,而且以道德榜样的力量鼓舞着广大

受众。
由此可见,基层媒介和其他各级专业媒体的联动,无疑形成跨媒介生态的共振机制,实现从个体

叙事到群体行动的跃升。 可以说,城镇银龄志愿者社群及社区媒介的初始传播,显示基层内容生产

的“种子效应” ,而区域媒体和中央级媒体作为“转译者” ,又将城镇银龄志愿者、社区媒介、社会爱心

人士、政策制定者等异质行动者纳入同一意义网络,为志愿服务工作赋予新时代的符号意义,带来价

值升华,从而构建起银龄志愿服务的媒介生态共同体。

图 2　 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媒介化团结传播机制

图 2 展现城镇银龄志愿者事迹的传播链条:从优秀城镇银龄志愿者事迹发端的基层情感动员,
到区域媒体的宣传放大,最终经由中央级媒体完成价值的升华与定调。 每一级传播都产生荣誉与社

会认同,并反向输送回传播链条的起点,持续赋能城镇银龄志愿者,形成强大的“媒介化团结”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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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既克服社区媒介的“地方性局限” ,又避免部分层次较高的专业媒体报道不易“接地气”的

困境,为老龄化社会治理注入媒介化新动能,勾勒了社区治理与社会发展的美好图景。
(三)从赋能到压力:媒介化团结的隐性代价

访谈结果还表明:数字技术在赋予城镇银龄志愿者力量的同时,也悄然重塑群体内部的结构。
我们看到的媒介化团结其实存在着“一体两面” ,它既创造新的连接,也可能再生产甚至会滋生新的

不平等。 尽管数字媒介在城镇银龄志愿者组织中作用显著,但传统媒介使用方式非但没有过时,反
而在构建包容、稳定与深度的社区联结中,展现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比如线下口头传达和社区公

告栏对于许多城镇银龄志愿者、特别是高龄志愿者而言,往往更为直接有效。 相当一部分不大擅长

使用智能手机的城镇银龄志愿者,仍比较习惯接受线下口头传达、社区公告栏或电话等媒介。
以“老吴帮邻工作坊”为例,5 位骨干成员中只有 2 位老人擅长使用智能手机与外界沟通,另外 3

位 75 岁以上的志愿者平时很少“触网” ,他们每天都固定到工作坊“上班” ,有人上门维修就赶紧行

动起来,偶尔通过电话或邻居的口头传达“接单” 。 “我眼神不好,不爱看手机,也搞不懂现在那么多

的智能设备,谁有事喊我或是有人通知我就行。” ( F7)还有一些固定化、周期性的常规服务,总会有

人在线下组织。 与传统媒介相伴的面对面交流,团队成员之间的口口相传,是一种基于熟人的高效

动员方式,能够构建比数字互动更为深厚、更值得信任的社会关系。
目前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所使用的媒介平台已呈现“新旧融合、多层并存”的鲜明特征。 访谈结

果显示,擅长新旧不同媒介的团队从事志愿服务后各有成效:使用小程序的团队,其服务响应速度更

快,服务记录更完整,而且更容易承接跨社区的综合性任务。 而依赖传统方式的团队,则在固定区

域、熟人社会的服务中展现出更强的动员能力和持久性。 一位社区书记由衷地感慨:“小程序帮我们

筛选和激励最活跃的骨干,但真正能把大家凝聚到一起的,还是每次活动后电话或微信群里的那句

‘大家辛苦了’ 。” “微信通知的优点是快,但公告栏往往‘不漏人’ 。 我们楼里那位 70 多岁的陈奶奶,
就是看公告栏参加今年的重阳节活动。”

研究发现,城镇银龄志愿者大多依赖的微信群“同步通信”模式和低准入门槛,也会导致信息洪

流。 因为该模式营造一种成员“始终在线”的语境。 任何发言都会默认其他成员立即感知并处理,对
于信息处理能力相对较慢、视力不佳的银龄志愿者而言,大量的通知、链接、点赞和闲聊,不单单是便

捷的“信息流” ,也会成为令人焦虑的“信息压” 。 一些责任感强的银龄志愿者担心错过重要通知或

需要回应的问题,往往会带来持续“在场”的压力。
根据布迪厄的理论,特定场域需要特定的“惯习” 。 微信群有其独特的语言风格、互动礼仪和价

值观。 那些能自然适应并展现此“数字惯习”的成员,更易获得认可。 而习惯于面对面深度交流或不

擅于在数字空间进行自我营销的成员,其表达方式和贡献则难以被充分认可,从而遭受一种隐形的

文化排斥。 调研中某社区一银龄志愿服务微信群因信息过载、意见分歧,导致部分志愿者退出群聊,
致使团队凝聚力下降。 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冲击通过志愿服务建立起来的宝贵社会认同与情感联

结。 因此,如何避免规则缺失与领导力失灵,也是值得相关管理者深入思考的问题。

六、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媒介化实践困境

本研究关注的 Z 省 N 市 Y 区银龄志愿者群体实践,恰恰是一场关于老龄化社会及数字时代背景

下,如何激励更多的老年人在技术与人本平衡的志愿生态中构建意义共同体的重要实验。 推而广

之,在我国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老有所为”的积极叙事背后,也潜藏着由本土社会结构与数字技术

逻辑交织而成的深层困境。
(一)结构性数字鸿沟的存在

当今相关管理部门比较习惯依托志愿 App、微信群建立组织网络,实现信息发布、任务分配、经
验交流,以便提升组织化程度。 然而一些数字工具在志愿服务中的推广并未充分考虑到老年群体的

·42· 　 2026 年第 3 期



异质性,由此便产生新的排斥效应。
一般而言,退休前从事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的老人(如退休干部、教师、工程师) ,能快速适应数

字平台,对新媒介工具和平台驾轻就熟,往往会成为活动的组织者和规则解释者。 而另一类不擅长

使用智能手机的“边缘老人” (如高龄、低学历或普通退休工人)会因无法独立使用数字化服务系统,
或因志愿服务数字平台界面复杂、打卡签到签退以及验证流程烦琐等,索性就不去参与相关志愿服

务活动,这样无形中就会被排除在核心交流圈之外。 因此,当数字资本成为新型“象征资本” ,与原有

文化资本(如教育背景) 、社会资本(如职业网络)叠加时,往往会带来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分化。
尽管本研究所关注的 Y 区许多街道社区都定期组织老年人特别是银龄志愿者进行智能手机使

用等技术培训,但社区培训次数有限,人手有限,无法真正弥合众多老人的技能鸿沟。 此外,部分积

分兑换的场地往往距离老人居住地较远,兑换的物品也不一定符合老人心意。 如若通过线上邮寄又

需要老人们熟悉相关线上操作流程,所以相当一部分从事志愿服务的老人都不去兑换积分。 还有一

些无法量化的情感陪伴、邻里关照等“隐性劳动”尽管对社区和谐至关重要,但在积分体系和表彰体

系中几乎得不到体现。 因此,当设计逻辑与特定社会群体的习性不匹配时,就会制造新的参与壁垒。
(二)部分积分排名的异化

志愿服务积分制和排名榜的本意是量化贡献、激发积极性,但“在数字自我呈现行为中,人们通

常会对呈现的内容加以修饰,以此建立理想化的、想象中他人更可能认可的数字自我形象,这种对于

呈现行为结果的重视,会使人们在自我呈现中产生如何塑造更加完美的自我的社交焦虑” [39] ,使得

实践中容易走向反面,侵蚀志愿服务的内核。 当“积分”和“排名”成为核心诉求,志愿服务的内驱力

可能从价值理性(助人为乐)滑向工具理性(积累数据) ,导致“刷分式”志愿服务。
一位使用“鄞领志愿”小程序的退休干部感慨:“以前是做公益,心里轻松。 现在积分一排名,看

到自己落后了,脸上挂不住,好像不积极就成了落后分子。”这种由算法排名激发的“面子竞争” ,一
定程度上也将公共性的志愿服务异化为个体间的数字绩效比拼。 因此,公开的排名会给志愿者(尤

其是好胜心强的老年人)带来巨大的同辈压力和绩效焦虑。 这不仅可能诱发超出身体负荷的过度服

务,更会在团队内部制造紧张氛围,使合作关系蒙上竞争阴影,导致“志愿疲劳”和退出行为。
值得肯定的是,数字积分和排行榜作为一种“可见的”的量化工具,可以使志愿者的表现被衡量、

比较和评判。 这能令他们将外部的社会规范内化为对自我的要求,从而进行自我规训。 然而,当志

愿服务与社区荣誉、个人声望高度绑定时,说“不”或选择退出,就需要承受巨大的道德和社交压力。
多位社区书记在访谈中透露,他们会通过“荣誉退休+社区报到”机制,引导刚退休、有能力的党员和

干部“主动”加入志愿服务队。 部分城镇银龄志愿者也承认,这种动员方式虽非强制,却带有强烈的

行政引导色彩和道德期待,使个体难以拒绝。
(三)激励保障机制的单一

如前所述,许多基层管理部门都会通过一系列创新的志愿服务激励机制,采用数字化管理方式

提高志愿服务记录的准确性和便捷性,或利用“时间银行”信用卡的形式,存储和支取志愿服务时间。
然而现有部分激励体系尚不够多元,难以支撑该群体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比如初期的荣誉证书、公
开表扬能给志愿者们带来满足感,但长期反复使用,其激励效果会逐渐衰减。 当精神嘉奖无法转化

为实质性的认可或生活便利时,就会显得空洞乏力。 部分社区也缺乏对该群体青睐的兴趣特长培

养、技能培训等通道,未能将志愿服务构建为一个促进群体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平台。
当前许多社区普遍缺乏针对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风险保障。 如在对规模庞大的红蚂蚁志愿

服务总队的调研中发现,该团队的老人们在从事志愿服务工作之前都是自发签署风险承诺书,保证

出现问题责任自担。 其他团队也大多缺乏面向志愿者的专项保险,因参与志愿服务产生的交通、通
信等成本也多由个人承担,这便使得志愿者在从事稍有风险的服务时心存顾虑。 此外,一些基于项

目和平台的团结固然灵活,但也高度依赖外部资源(如经费、运营等)和核心成员的热情,存在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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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和易逝性。 一旦项目结束,共同体可能迅速消散,难以沉淀为持久、深厚的社会资本。

七、结论和讨论

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媒介化团结”是数字时代老龄化社会治理及基层传播中的重要创新。
该群体借助志愿服务活动在再社会化过程中促进自身的角色转型,并依托媒介化团结实现从“个体

参与”到“群体团结”的转变,提升志愿服务效能与社会影响力,这在本质上是老龄化社会对传统治

理范式的创造性回应。 他们通过共享的价值观、文化符号和行为规范,正向引导和培育个体或群体

的情感状态,形成共同的情感归属;通过形塑个体的思想与行为,使成员形成对共认价值理念的体

察,并自觉追求社会共善的价值观念;通过不断丰富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资源库,增强不同群体的文

化互动,形成具有象征共同体精神的独特文化符号体系,并借助技能输出、知识传递、文化传承及传

播等行为建构“老有所为”的意义符码。
然而,“与数字空间中的离身式互动不同,在物理空间当中,老人的身体在场能够确保其话语权

通过身体媒介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 [40] ,数字技术在促进广泛连接的同时,又会制造新的鸿沟。 为

使部分城镇银龄志愿者摆脱在媒介信息流中的被动局面与结构性困境,需通过相应的技术支持及制

度保障,推动该群体的服务高质量发展。 对此,本研究提出以下路径:
第一,优化媒介界面供给,降低参与门槛。 基于银龄群体的生理特征与操作习惯,建议相关管理

部门在志愿服务平台开发中重构低门槛、高容错的媒介交互系统,增设“长者模式”的专属界面。 比

如放大字体和按钮,简化流程,将核心功能(如“一键报名” “扫码签到” )置于首页,减少跳转和输入;
在平台中全面嵌入语音交互功能,将服务流程拆解为语音指令引导(如“点击这里领取任务” ) ,替代

复杂的文字菜单。 同时支持通过语音直接报名活动、查询积分、收听通知,将操作从“手动”变为“口

动” ;对于不便进行线上登记的老年人,可以通过加入线下老年志愿服务组织的方式申请实名注册,
确保不同数字能力的老年人都能被纳入志愿服务体系。 同时推行“数字伙伴”互助机制,鼓励高校青

年志愿者或社区专职人员为银龄志愿者提供一对一的数字化辅导,帮助他们熟悉平台操作,将数字

技能培训嵌入志愿服务日常,为“边缘老人”架设通往数字世界的桥梁。
第二,利用媒介平台的连接功能,完善资本转化路径。 媒介平台的联结功能不再仅是简单的社

交工具,而成为城镇银龄志愿者资本转化的核心枢纽。 为进一步推动该群体在媒介化团结中的自主

性与凝聚力,可利用社交平台的社群功能,按照志愿者的原职业领域建立职业身份社群,鼓励他们在

社群内分享职业经验、专业技能,将零散的个人经验转化为可共享、可复用的文化资本,为后续志愿

活动提供专业支撑。 也可通过共同参与线上话题讨论、志愿任务接龙、公益知识竞答等活动,将原有

的地缘、业缘优势转化为线上社群资本,并进一步延伸为跨社区、跨区域的社会网络。
第三,丰富积分兑换类型,构建长效激励机制。 建议扩大“服务积分兑换”的范畴,将志愿服务记

录与实物兑换、社区服务相挂钩,比如鼓励低龄健康老人为高龄老人服务并存储时间,确保其未来可

兑换对等的照护服务或优先服务体系(优先接入社区食堂、日间照料中心、基础体检服务等) ,坚持物

质与精神并重,即时与长远结合;倡导更加精细化的志愿服务岗位设计,明确标注每项服务的体力、
技能要求,为城镇银龄志愿者提供适宜的、量力而行的服务岗位,引导志愿者根据自身情况“对号入

座” ,实现精准、安全的参与;也可根据实际情况为老年志愿者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以免除其后顾之

忧;或者将个体贡献转化为制度性认可,有意识地将线上形成的项目与合作固化为社区的制度及规

范,让流动的媒介化团结凝聚为稳定的社会结构,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
第四,倡导社会协同,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网络。 构建“社区—高校—企业”三方协同机制,鼓励社

区联合高校、企业为城镇银龄志愿服务团队提供骨干培训、项目管理、积分兑换资源、资金赞助或专

业技术支持,为志愿服务注入持续的资源与活力。 如调研的 Y 区许多街道社区都与一些高校、企业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引导企业家及大学生志愿者积极加入银龄志愿者团队,以多种方式履行社会责

任;在社区公共空间中,可显著展示银龄志愿者群体的风采与贡献,将他们的事迹融入社区文化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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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使其获得最高级别的社区尊重与身份认同,营造“共同体”文化氛围;还可以构建“上下联动、内
外呼应”的传播矩阵,由基层(社区)媒介捕捉鲜活的一线故事,通过微信群、公告栏进行情感动员,
营造“身边人学身边人”的浓厚氛围,而专业媒体(区域 / 中央)则需深入挖掘其背后的价值,将其从

“好人好事”框架提升至“积极老龄化中国实践”的叙事高度,从而引发广泛的社会共鸣与价值认同。
需要特别补充的是,区域特殊性对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相关经验的推广存在显著影响,这也是

经验落地过程中需重点考量的现实前提。 我国不同区域的银龄群体结构特征、政策支持力度、基层

社区的治理模式、媒介动员能力及地方文化氛围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此,只有充分兼顾不同

区域的特点,才能让媒介化团结真正赋能更多的群体,实现志愿服务工作的可持续性发展及公益慈

善文化的创新性传播,将城镇银龄志愿者群体的实践从一个朴素的善行,升华为一项有尊严、有力

量、可持续的伟大的社会事业。
(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杨庆对本文亦有贡献,特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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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practitioners
 

of
 

“ active
 

aging,”
 

urban
 

senior
 

volunteer
 

groups
 

not
 

only
 

transition
 

from
 

a
 

state
 

of
 

“ survival
 

anxiety”
 

to
 

“ value
 

creation”
 

through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grassroots
 

volunteer
 

activities,
but

 

also
 

form
 

new
 

mutual-aid
 

communities
 

via
 

digital
 

media,thereby
 

enhancing
 

their
 

sense
 

of
 

social
 

participa-
tion

 

and
 

self-efficacy. Rooted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where
 

China􀆳s
 

population
 

aging
 

and
 

social
 

digitali-
zation

 

intersect
 

deeply,this
 

study
 

employs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field
 

survey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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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nior
 

volunteer
 

group
 

in
 

Y
 

District,N
 

City,Z
 

Province—a
 

model
 

area
 

for
 

common
 

prosperi-
ty—it

 

aims
 

to
 

explore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logic
 

of
 

mediated
 

solidarity
 

during
 

their
 

reso-
cialization

 

process,while
 

seeking
 

to
 

resolve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they
 

face
 

in
 

the
 

inter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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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gital
 

society.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 mediated
 

solidarity”
 

of
 

urban
 

senior
 

volunteer
 

groups
 

represents
 

a
 

sig-
nificant

 

innovat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an
 

aging
 

society
 

and
 

grassroots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is
 

group􀆳s
 

services
 

through
 

correspond-
ing

 

technical
 

support
 

and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
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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